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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

内容概要

瞿秋白在就义前夕写下《多余的话》，全文两万余字，总标题后引《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题记。正文共列7个标题：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
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多余的话》的独特价值就在
于他的坦诚与真实，读者从中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人”。文中表达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的革命洪
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给后人留下了不同解读的历史谜题，也曾给他身后造成了诸多误解与政治
的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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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

作者简介

瞿秋白（1899-1935），号熊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作家，文学评论家。瞿秋白精通俄
语，颇有才气，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瞿秋白与
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其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就义后，鲁迅叹息良久，说：“瞿若
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
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瞿秋白另著有《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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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

精彩短评

1、历史的选择有时候也挺奇怪的。。 
2、《多余的话》一辑读得揪心，将自己半生生涯回望成“滑稽剧”蕴含着多少悲哀，如果你知道他
活在一个“历史的误会”里经历的痛苦与无奈，也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明明可以做烈士的，却要在临
死前把这些不该说的话都坦白出来。这种叙述近乎告解，带有某种自我救赎的意味。 其余两辑杂论论
及当时文化社会万象，尖锐堪比鲁迅，可惜语言乏味，远不及鲁迅的有趣，所谓的文学性也就很一般
了。
3、其实里面很多的评论文章我都看不太懂，因为不懂得当时的背景和事件，所以有些不大知道他所
评何物。但就在这么多的看不懂中我还是选择把书读完了。一位中国革命的先驱者竟说参与革命是历
史的误会，感觉很奇妙。
4、书架上不妨摆一本系列
5、“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
6、现在啊，说真切多余的话，做确凿多余的事。相形之下，豆腐好吃是真的一点也不多余。
7、15书63。老易的中华史不知不觉已看了十卷，这卷是上等水平，大概与老易老本行美学接近。1、
乱世出英雄，也出文化。2、五胡乱华？民族融合！华夷之辨？丰富多彩！3、奸雄名士，不装才好。
不在装A中变态，就在装B中爆发。4、文明如人，生老病死，躲是躲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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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

章节试读

1、《多余的话》的笔记-“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
度这一世，甚[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
“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
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
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
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做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
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
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 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
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
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
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
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
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
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
女与社会》 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
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
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 要派通讯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
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
二〇年八月） 。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
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
报》的通讯，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
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
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
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
，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 （那时我已经是共
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
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
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
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
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 ，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
没有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
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
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
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
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
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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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

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望着独秀
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
常之“不合式[适]”，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
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
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
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
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觉]得好像是
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
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罢，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
这个领导工作。”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
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
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
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
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
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
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
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
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
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
的方面也是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
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么责任
，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上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
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
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
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
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厌[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密[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
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
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刚满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算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
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
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
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
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〇年直
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智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
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
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
竟我离得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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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

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仅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
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睿韶还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了湖
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
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
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
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
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
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
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
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
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
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 ——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
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
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
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
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种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
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
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
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着[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的了
；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一
至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
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的疲
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
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依着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
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辨[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
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久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
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
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
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 我想，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
时候，我只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好
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的
研究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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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
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 ，梁濑漠[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
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
？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
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
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
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
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
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
—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
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
“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
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工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工
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宣[喧] 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
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哪]一段，今天晚上先看过一道，作为预备，其他，唯物史观
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那是当
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工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
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
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
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传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
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已经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了马克思主
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
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
关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
的马克思主义智[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
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
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是越少。单就我
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
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
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〇年，我虽然在国际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智[
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觉得反而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
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
那点智[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
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的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
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分疲劳和吐血症复
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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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 。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
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
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
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
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
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
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
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
克思主义的岐[歧]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气
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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